
新闻与传播2020.2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前言

一直以来，“健康”与“传播”都是人类生活经验

的一部分。传播学者Rogers(1994)认为，健康传播缘

起于 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心脏病预防计划(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Korsch和
Negrete 1972 年出版于期刊 Scientific American 的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也被许多学者视为

健康传播研究的起始点。之后，健康传播在西方得

以快速成长，一方面源于相对充裕的经费支持：20世
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反药物滥用和预防艾滋病，投

入大量经费用于健康传播的研究(Salwen & Stacks，
1996)；另一方面，则与国际研讨会和刊物的发展有

关：1975年国际传播学会(ICA)首度成立健康传播分

会(ICA-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美国传播学

会(NCA)也于 1985年成立健康传播分会，1989年与

1996年分别问世的健康传播期刊Health Communica⁃
tion和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为SSCI期刊)，

为学者提供了分享健康传播研究的平台(Ratzan et
al.，1996)。千禧年以来，以美国为主的健康传播研究

重镇也逐渐影响到欧洲和亚洲，成为一个非常活跃

的传播研究子领域。

在过去将近 50年间，海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范围

与内涵不断扩展。在早期的健康传播研究中，以不

同人类传播阶段(自身传播、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

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公众传播)界定的健康传播研

究是主导范式(Berger，1991)，尤其是健康与人际传播

和大众传播的关联研究——如医患关系和媒体与健

康宣导活动(health campaigns)，至今仍为海外健康传

播学科的研究核心。后期许多学者更多关注以操作

取向定义的健康传播研究，聚焦于健康传播的情境

与主题，随着以Rogers为代表的“任何涉及健康内容

之人类传播形态”等健康传播新定义的出现，以及对

欧洲传播学批判传统的吸纳，海外健康传播的研究

视野不断拓展。Thompson等人发现(2008)，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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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ommunication从 1989年创刊至 2003年这 15
年间出版的文章中，最常出现的三大健康主题为癌

症、物质滥用①及性相关议题；最主要的三大研究主

题为医病关系、健康宣导活动和健康风险；健康与语

言、媒体与社会支持、传播与医疗科技、多元文化研

究等研究主题，及器官移植、健康饮食、高血压防治、

妇产科医学等健康主题也逐渐出现。随着时间的演

变，健康传播研究于各传播层次均呈现更多元化且

分工更细致的趋势。

从研究理论来看，早期健康传播研究多采用传

统的传播学理论、社会心理学与考古学理论，随着批

判取向、诠释取向与文化取向与健康传播相联结，健

康传播研究逐渐呈现为后实证主义与诠释/批判/人
文取向的两大流派。后实证主义发展了美国实证和

量化主义的传统，强调透过分析传播、社会与心理变

项，以解释、控制和预测健康行为结果(Thompson et
al.，2008)。针对实证主义，大量的研究采用实验法、

问卷调研、内容分析等方法，引用的理论框架包括传

统的健康信念模式、社会认知理论、计划行为理论、

行为阶段改变模式、新平行过程模式(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EPPM)、社会营销等。近年来

也借助于多种其他学科或新发展的理论并对其进行

衍生，如 EORM 模型 (The Entertainment Overcoming
Resistance Model，EORM)、确认理论(Confirmation The⁃
ory)、恐怖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
增益—损失框架(The Gain and Loss Message Frame)、
生态发展理论(Ecodevelopmental Theory)、拟议似然模

型/精化可能性模型(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
el，ELM)和 E- ELM 模型 (The Extended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等。而诠释/批判/文化取向对健康

传播的理论探讨、研究目的和实践定位都有着与后

实证主义极其不同的主张。诠释/批判/文化取向主

张所谓的健康、疾病与医疗保健，皆是透过人类互动

与意义建构而成的信念与现象(Bunton，1996)。这类

研究大多采用定性和质化方法，以了解、诠释和质疑

健康的意义、决策与实践。诠释取向主要从叙事角

度分析，理论主要为叙事参与理论和娱乐教育中的

E-ELM和EORM模型，关注健康的语境意义，以及健

康和医疗的意义如何经由社会互动而产生。批判取

向着重于了解健康传播如何建构与强化权力关系，

并在此权力关系的建构过程中，边缘化某些社会族

群。文化取向强调使用对话、叙事共构以及参与式

沟通去倾听、发掘与张显边缘团体的声音(洪浚浩，

2014)。近年来，诠释、文化取向的研究范式逐渐增

多，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共同成为健康传播研究

的主导范式，而批判范式仍然相对边缘。

在全球化与科技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主题

的多元化、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跨学科的滋养，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的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持续

深化、广泛发展。因此，本文将分析近两年海内外健

康传播学的研究趋势并进行对比，以期为中国特色

的健康传播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海外健康传播学研究趋势

本研究通过对 Health Communication 和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近两年刊登的文章的梳理与

分析，发现近年来海外健康传播学研究总体上呈现

出以下两大方面趋势：

研究主题多元化、深度化发展。其中，经典研究

领域呈现细分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对医患关系和热

点话题的健康宣导运动的精准化、深度化讨论；随着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以新技术应用于医

疗健康场景的新兴研究出现了，如对“互联网+健康

传播”及新时代背景下的健康素养的讨论。

研究范式跨文化、跨学科演变。其中，跨文化视

野下的健康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大量的研究考察了

健康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海外健康传播研究视野中

也开始出现中国；随着健康传播与各学科的交叉发

展，人文与艺术视野下的健康传播跨学科研究也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研究主题多元化、深度化发展

纵观近两年来的健康传播研究，研究主题大致

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医患关系和热点话题的

健康宣导活动为主的经典研究领域，虽然它们是健

康传播学科自诞生以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领

域，但近年来医患关系的研究也呈现出更细分化的

特性，涉及多种更细分的应用场景，热点话题的健康

宣导活动也从传统的艾滋病、控烟、物质滥用等议题

转向针对肥胖/运动/身体形象等健康生活方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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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第二大类是以技术为导向的新兴研究领域，

一方面为“互联网+”的议题，主要关注在线健康信息

和社交媒体、数字媒体对健康和健康促进的影响及

健康领域的网络营销；另一方面为新媒体时代背景

下的健康素养议题，主要关注大众健康素养如何提

升和谣言如何治理。

1.细分化、精准化的经典研究领域

医患关系和热点话题的健康宣导活动，在健康

传播研究中主要表现为人际传播层面和大众传播层

面的传播学研究，一直是海外健康传播研究的经典

议题，也一直保持着在健康传播研究主题中的主导

地位，近年来逐渐向细分化、精准化方向延伸，不断

拓宽、加深这一经典研究领域。

就医患关系而言，随着医患沟通模式、理论的成

熟，国外在医患沟通议题中的研究逐渐从对整体医

患关系的模式和理论的探讨向更具体的细分场景转

移，出现了大量针对科室、疾病、不同医务人员、边缘

场合和新技术应用中的精准化场景研究。以科室和

疾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研究，主要集中在重病、高危

科室上。如针对急诊科 (Dean et al.，2016)、口腔科

(Hamasaki et al.，2017)、ICU(Leslie et al.，2017)、PICU
(Michelson et al.，2017)、手术室 (Torabizadeh et al.，
2018)等不同科室场景下均有细分化的医患沟通模

式探讨，对儿童镰状细胞病 (Cox et al.，2017)、儿童

中耳炎(Macgeorge et al.，2016)、卒中(Williams et al.，
2016)、癌症(Beach & Prickett，2017)等疾病、罕见病也

均有精准化的特殊沟通机制探讨。除了传统的以科

室医生为主体的研究外，一些研究也开始关注其他

医务人员为主体的医患沟通，如住院医生(Han et al.，
2018)、实习医生 (Floyd et al.，2017)、兽医 (Nickels &
Feeley，2018)、乡村医生(Li et al.，2019)等。在较为边

缘的场合，如临床试验(Morgan et al.，2016)、遗传检查

(Adelsperger et al.，2017)等，学者们也开始探讨精准

化的医患沟通模式。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一些针

对新技术、新趋势的医患沟通研究也随之出现，如机

器人辅助手术(Scherr et al.，2017)中对治疗可及性的

沟通研究，分析了如何向患者解释这些新技术和新

趋势。

就热点话题的健康宣导活动而言，近两年来，国

外健康传播领域关注的热点健康话题，既有对传统

的艾滋病、疫苗、饮食、心理健康等话题的补充研究，

也有和雾霾、埃博拉等新增全球舆论热点相关的健

康促进与疾病预防研究，以及出现了针对肥胖/运动/
身体形象等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集中研究趋势。海

外健康传播研究集中关注健康生活方式议题，尤其

与肥胖/运动相关的研究涉及各维度，如人际传播层

面上，Dailey等人(2016)在社会支持对体重管理影响

的研究中探讨了伴侣沟通的作用，强调了伴侣间的

人际沟通对于健康管理的重要性，Arroyo等人(2017)
研究了对体重的讨论和体重控制实践之间的关系，

并用确认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拓宽了人际传播层面

研究的主体和理论阐释；又如大众传播媒介层面，

Phua和Tinkham(2016)研究了肥胖公共服务公告(PSA)
中发言人类型的影响，从传播主体的角度考察健康

宣导运动的有效性，Priebe等人(2019)创建了“Make
Room for Play”活动旨在通过电视广告促进家长减少

儿童的屏幕时间并增加身体活动，证实大众媒体宣

导活动在健康干预中的适度影响，Bailey等人(2018)
研究了在肥胖预防中恐惧诉求对个人生理和认知的

影响，用理论进行热点健康宣导活动的效果分析；再

如与健康促进交叉的研究层面，Khan等人(2017)在
对肥胖的污名化研究中发现了病因信念在肥胖症的

表达中起到重要作用，从生理学来解释传播学中的

语义表达，Crozier和 Spink(2017)考察了在考试期间

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成果预期和不同层次描述性

规范的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健康宣导活动引向

更细分化、精准化的场景中。

2.技术导向的新兴研究领域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健康传

播领域也随之出现了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兴研究议

题，而互联网这一新兴的、不断演进的媒介的加入，

使得许多学者对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下的健康素养

投以研究兴趣。

越来越多的在线网络、社交媒体被设计成通过

提供虚拟空间来促进健康，在虚拟空间中，个人可以

寻求和分享信息并且与类似的其他人共享信息。“互

联网+”背景下，海外学者对健康传播的研究主要分

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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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注在线健康信息和社交媒体。在线健

康信息寻求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在线健康信息的建构

过程，以及不同人群的在线健康信息寻求行为。如

Thon和 Jucks(2017)考察了作者对在线健康信息知识

的建构过程，以及这如何影响其在线健康信息的可

信度；Meppelink等人(2019)研究了健康素养水平对

在线健康信息需求行为的影响，以及健康素养所造

成的信息确认偏差；Haluza等人(2017)分析了不同年

龄的在线健康信息寻求行为和在线信息检索对医患

关系的感知影响；Wozney等人(2018)特地研究了家

长对儿童精神疾病信息的在线寻求行为，呈现出对

弱势群体的关注；Ryan和Kushalnagar(2018)则研究

了聋人在线健康信息寻求的行为，利用电子医疗保

健平台以保障聋人的健康平等权利。针对在线健康

社区和社交媒体，有学者主要关注于慢性疾病及健

康生活方式的健康管理。如Willis和Royne(2017)使
用内容分析法检查了在线健康社区中的以计算机为

媒介的沟通，以了解慢性疾病的自我管理行为。

Meng(2016)在体重管理社交网站上对用户的社交网

络及其体重管理活动和结果进行追踪，研究了在线健

康社交网络的形成机制，并通过网络验证了个体健康

结果的社会影响。Yang等人(2018)考察了 Twitter上
影响心血管相关健康信息转发的因素，为基于社交

平台的信息设计提供指导。随着在线健康社区和社

交媒体的垂直化发展，健康管理的健康传播研究也

将得以垂直化。

第二，关注数字媒体对健康和健康促进的影

响。这类研究主要采用诠释/批判取向的研究范式，

关注技术的发展对健康和健康促进产生的影响。如

Cernikova等人(2018)采用定性研究，从儿童的角度描

述技术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审查了儿童数字媒体使

用的经验与相关健康后果的认识之间的差异。Chen
等人(2019)研究了医生与BPA(最佳实践警报)互动的

体验，反思BPA在执行多种功能中有利于及妨碍医

疗实践的部分，提出医生应该对BPA系统在可访问

性和管理方面有更多的控制权。Chong 和 Choy
(2018)通过对新加坡跨境雾霾危机沟通的研究，发现

数字网络社会中，公共卫生沟通和管理也应采用不

同的形式。Kononova等人(2017)也发现，健康传播从

业人员应考虑对在线健康信息处理中的个体差异，

并设计有较强说服力的论点和信息，以便与目标受

众进行沟通。Borg等人(2018)对信息技术中的数字

鸿沟进行了综述，发现仅提供弱势群体访问权限和

可及性是不够的，还需考虑直接用户体验和协作学

习/设计。Chib和 Lin(2018)对移动医疗应用程序的

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发现这些应用程序大多数更

加强调可访问性、可用性、使用和数据质量的技术投

入(87％)，而非健康产出(52％)，如系统流程效率和个

人层面的行为或健康结果，移动应用程序需要从健

康理论机制下指导设计。Rains(2018)对采用大数据

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健康传播研究进行了综述，发现

大数据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在检查公众认知、调查网络

和监控健康状况等方面具有很大潜力，也为现有的

健康传播理论和开发新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三，关注健康领域的网络营销。这类研究多

与社会营销和娱乐教育策略相联系，如Anderson等

人(2016)针对网络药店，审查了关于非法网上药店风

险的健康促进活动的计划、公共服务公告和社交媒

体参与情况。Hurwitz等人(2017)对大约 100个食品

和饮料品牌网站进行了内容分析，考察了不同产品

的在线营销实践，并总结营销技术与推广食物的营

养概况之间的关系。但健康领域的网络营销目前仍

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此方向的健康传播学研究也较

少，也仅为描述性的现状调查。

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
vices)发表的“健康人2020”(Healthy People 2020)声明

将健康素养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目标。大众需要在

自己的卫生保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种积极参与

要求人们了解他们的健康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因而对健康素养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新兴并不断被

拓展的研究话题。

一方面集中在如何提高大众健康素养的相关研

究，如Giuse等人(2016)以精准医学为时代背景，发现

提供基于健康素养和特定学习风格的信息可以改善

患者对遗传概念的理解，增加他们在有关其健康的

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可能性。Arendt和Karadas
(2019)关注少数种族的健康素养，发现患者与医生的

种族一致性可以提高少数种族患者的健康状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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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健康素养低的个人尤其受益于种族一致性。针对

提高大众健康素养的策略，近年来众多学者对健康

素养工具进行了开发和评价。如Berthenet等人(2016)
以人群为切入点，基于老年人群的理解来评估和验

证一套面向老年人的药物使用说明象形图，以支持

老年人的健康素养。Gerich和Moosbrugger(2018)以
测量工具为切入点，对用于测量健康素养的新工具

(HLS-EU)和欧盟(EU)八个国家的人口水平数据比

较，评估了主观健康素养测量的异质性和多维性。

Tsai等人(2018)将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基于

问题的学习)应用至健康素养干预计划，发现能对保

健服务利用和获得医疗保健方面有所改善。Leroy
等人(2016)则以健康素养辅助工具为切入点，开发了

一个文本简化工具，可以创建更加方便的患者教育

资料，帮助提高健康素养，研究发现拆分名词短语有

益于降低感知困难，但是当措辞变得不自然时会失

效，提示健康素养还需更多的实证研究。

另一方面海外学界对健康谣言的关注稳步增

加，一直以来，健康类谣言在大众的健康素养中有着

突出影响、进而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弱势群体

尤其易感；近年来将其与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相结

合，呈现出崭新的研究面向。如在社交媒体中对谣

言的研究，Bode和Vraga(2018)调查了用户如何减少

社交媒体对健康的误解，结果表明，社交评论与平台

在健康错误信息纠正方面一样有效，社交媒体除了

传播谣言外，也具有纠正谣言的作用。又如对个体

自己制造的健康谣言的研究，Thompson等人(2018)研
究了个体夸大或歪曲健康状况的虚假陈述对其获得

健康支持的影响，将谣言从人际层面的研究拓展至

人内传播层面。在大众传播中对谣言的研究也逐渐

引入理论机制，如Gastil和Marriott(2018)通过信息过

载和稀释效应来解释公众对健康信息的误解。

总体而言，健康传播经典研究领域的细分化、精

准化深入，以及新兴研究领域的技术导向延伸，使得

近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主题得以蓬勃发展，呈现出

多元化、深度化的趋势。

(二)研究范式跨文化、跨学科演变

随着诠释/批判/文化取向的研究范式在传播学

领域的广泛勃兴，近年来海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范式

呈现跨文化、跨学科演变的趋势。在全球化的进程

中，美国 CDC 有计划实施的 Public Health-Global
health-Planetary Health三步骤，以及众多学科支持

(传播学、医学/公共卫生/药学/护理学、社会学、心理

学、信息技术科学、商学、语言学、艺术学、教育学、政

治学、人类学、运动科学等)，越来越多的健康传播研

究议题开始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下讨论。

1.跨文化视野下的健康传播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双重背景下，跨文化视

野下的健康传播研究是近年来海外健康传播学研究

的新兴热点，许多研究议题加入了对文化的考虑。

其中一类是直接针对种族/民族文化差异的研究，以

探讨不同文化群体对健康和健康行为的理解差异；

另一类采用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关注以前被

排除在外的少数群体，以了解他们的特殊健康需求。

针对种族/民族文化差异的研究，近两年来议题

广泛涉及诸如埃博拉之类的传染病，以及癌症、慢性

病等，还有器官捐献等医学行为。研究对象广泛涉

及美国拉丁裔、印度人、西班牙裔、非裔、墨西哥裔、

华裔等各国家、各民族人群。其中，占较大比重的为

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研究，亚裔及欧洲国家也逐渐出

现，但比重仍然较少。如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研究，研

究对象已细分为老年人、青少年、儿童等群体，也对

他们的各类疾病提出对策，如Dillon和Basu(2016)研
究了非裔美国老年人和照顾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如何

影响他们对临终关怀的决定，发现有必要提高对非

裔老年人临终关怀护理的认识并解决错误观念。针

对其他种群的研究仍然为整体性的差异诠释，缺乏

更深层次的需求分析，如Shafer等人(2018)在对亚裔

美国妇女不愿意捐赠健康乳腺组织的原因的研究中，

仅分析了亚洲女性的文化背景差异，而没有更针对性

的实践对策；Yuri等人(2018)在对亚裔美国人获取健

康信息和医疗保健方面的研究中，也仅仅分析了获

取健康信息的差异，缺乏对需求层面的实操对策。

针对少数文化群体的研究，近年来也逐渐突破

传统的低收入人群、弱势群体(妇女、儿童)等少数文化

群体，开始向性少数人群、变性人、神职人员、不同党

派、不同职业等少数文化群体倾斜，呈现出更多元化

的趋势。健康传播主体少数人群的研究，能为健康

··8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新闻与传播 2020.2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提供更多可能性。如Olufowote
和Matusitz(2016)关注于与精神心理健康医务人员工

作内容相似的神职人员，了解他们在精神卫生保健

中使用的健康促进方式，发现虽然神职人员的框架

可以减轻精神疾病的痛苦，但是他们对精神疾病患者

的语言和标签被认为是污名化的。健康传播少数文

化群体的研究，能为健康传播活动提供更精准化的策

略。如Rubinsky和Cooke-Jackson(2017)对LGBTQ等

性少数人群的性回忆进行研究，并分析这些消息如

何和自我形象相互作用，提示媒体的性报道应将性少

数人群的心理反应纳入考虑；Harrison等人(2018)则从

职业的角度关注消防员的癌症风险，在职业需求和组

织文化的背景下考虑对该人群的精准健康传播。

随着健康传播的跨文化视野不断开阔、深入，更

多的种族/民族文化群体将得以更深入探讨，更精准

的少数文化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也将更多元化，从主

体、客体上都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主题得以延伸。

2.海外健康传播视野中的中国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元素成为众多研究领

域的聚焦点，在健康传播领域中，也开始出现涉及中

国的健康传播文化研究。

然而，绝大多数海外学者(含华人学者)在涉及中

国的健康传播研究时，主要模式是应用西方理论或

模型在中国开展样本研究，以期发现各健康行为中

的中国差异。如 Sheer和Mao(2018)研究了中国男性

青年早期吸烟尝试中关于香烟启动的因素，发现了

中国男性青年同伴间相互作用的“面子”和规范性压

力为特殊启动因素，Jiang(2019)将“以患者为中心的

沟通(PCC)”与中国特有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社会资

本相结合，探索PCC对改善医患关系的中国道路；然

而绝大部分研究，如Cao等人(2016)对中国在线健康

信息的寻求行为进行的调查，Mao和Zhao(2019)对中

国医生在网上医疗咨询中使用的缓解策略的形式和

功能的研究，Sun等人(2016)对中国老年人媒介使用、

认知表现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的调查，

Huang和Zhou(2018)对中文健身移动应用程序行为改

变技术和相关理论机制的调查，及Li等人(2017)对中

国美沙酮维持治疗(MMT)诊所中服务提供者—患者交

互相关的因素的调查，均未发现明显的中国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在跨文化的研究视野中，海外文

献中的中国仍具有典型的“他者”形象。“他者”形象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随当下的舆论环境和国际

局势得以变化，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当下“医闹”的“刻

板脸谱”等所谓“中国特色”在近年来海外涉及中国

的健康传播研究被反复讨论。如 Chang和 Basnyat
(2017)在对新加坡华人妇女日常健康管理中的家庭

支持功能的研究中，认为儒家文化起了主导作用；在

Liu等人(2018)对中国老年人健康信息共享行为的研

究中，也突出了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对社会支持的影

响。Ji和Bates(2018)提出中国传统的“月子”被认为

与西方传统相冲突，建议国外的分娩旅游服务机构

需要与中国妇女协商。此外，海外文献中反复突出

中国紧张的医患关系，并探讨其“中国特色”的缘由，

成为涉及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刻板脸谱”。如Tang和
Guan(2018)在中国健康消费主义的背景下考察了医

生的职业认同及其对医患关系的认识，提出医疗市

场化和健康消费主义的兴起使得医生的职业认同发

生冲突，基于隐性信任的医患关系逐渐被以自私利

益、机会主义和不信任为特征的公平交易关系所取

代。Pan(2018)探讨了所报道的“医闹”的公共话语的

争论性质，基于案例的定性实证研究提出了一种公

共诉求的原型模式，并认为“医闹”很大程度上可能

被视为医疗领域的中国文化偏好。疫苗问题也是中

国近年来的“特色形象”，如Liu等人(2018)进行了中

国和美国接种HPV疫苗认知和态度的对比研究，除

了个人主义世界观和等级社会观造成的差异外，研

究发现中国年轻人更关注于疫苗的安全性，可能与

近年来中国爆发的疫苗丑闻有关。Li等人(2018)也
将HPV疫苗报道的背景建立在中国免疫规划和医疗

系统的脆弱性之上，发现中国报纸对HPV疾病和疫

苗的报道不充分且不完整。

3.人文与艺术视野下的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领域的跨学科融合，尤其是人文社科

类的跨学科滋养，使得近年来人文与艺术视野下的

健康传播研究备受关注。海外针对健康传播的人文

艺术取向也涉及多种研究议题，既包括对娱乐教

育中的漫画、视频、视觉设计、电影治疗等的研究，也

包括对广告、公共服务公告、医院建筑等人文艺术设

··8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新闻与传播2020.2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计的关注，以及对健康传播的人文、艺术特性的整体

思考。

娱乐教育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普遍认为受众

在娱乐的环境中能更容易接受健康信息。漫画、视

频是娱乐教育的经典形式，互联网等技术的新变化

也为娱乐教育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第一，针对健康教育漫画，它虽为健康教育和叙

事医学的经典方式，但其研究维度也呈现出多样化，

不再只局限于对漫画的效果分析，也出现了大量对

于内容和场景的研究。如Krakow(2017)认为图形叙

述作为健康传播战略的根源，对20世纪的健康导向

的漫画及历史进行了研究；Hanson等人(2017)分析了

在急诊科设置漫画教育模块的可行性，发现对于急

诊科而言，漫画被认为是可爱的，且易于阅读，能为

儿童和他们的照顾者提供重要信息。

第二，视频作为娱乐教育的高效方式，具有健康

娱乐教育性质的视频蓬勃发展，健康传播学者也对

它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内容分析、效果研究和理论阐

释。如Achieng' Booker等人(2016)对肯尼亚青年中

非常受欢迎的娱乐教育电视剧“shuga”进行描述分

析，以确定哪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来影响娱乐教育

戏剧中对安全套使用的推广，但发现还需要更多的

研究对其进行理论阐释；Freytag和Ramasubramanian
(2019)对各热门医疗剧中的死亡情节进行叙事分析，

从主观角度发现医疗剧中的死亡与现实死亡情境有

较大差异，但这些差异对受众的影响仍需客观验证；

Wahl等人(2018)超越对视频的描述分析，采用实证

研究对心理治疗领域在 2000年至 2013年发布的电

影内容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目前的电影仍然存在

许多负面因素，但也未进行理论阐释。因而近年来

虽然娱乐教育理论快速发展，但仍需将娱乐教育视

频更多地用于各理论的验证和衍生研究。

第三，互联网作为健康信息资源的媒介，各健康

类网站成为在线健康传播的接入点，了解视觉设计

的影响至关重要，因而近年来对网站视觉设计和用

户体验的研究也相继出现。如 Lazard等人(2017)专
注于营养网站，分析了视觉设计原则的使用，结果表

明，对在线传播信息的改进，可以增加用户良好的第

一印象的可能性。Wong等人(2019)验证了可视化交

互工具的应用，以促进不同文化人群对空气污染的

理解，结果表明，考虑文化因素的可视化工具设计可

帮助特定人群克服语言、教育水平、低收入等障碍，

可视化工具也需要增加其与不同人群的相关性。

Lim等人(2019)开发了包含艾滋病风险概况计算器的

门户网站，与脱口秀节目的叙述性说服相结合，将社

会认知理论和精化可能性模型(ELM)整合起来共同

干预风险性行为。将娱乐教育运用至健康宣导活动

中，不管是传统的漫画和视频，抑或是近年来的网络

呈现，都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内容和理论热点。

人文艺术设计元素的考虑也是近年来健康传播

学者关注的内容，将人文与艺术的设计元素纳入健

康领域的广告、公共服务公告、环境设计等中。对广

告和公共服务公告而言，人文艺术设计元素是超越

其内容分析、效果分析的新视角。如 Bhutada等人

(2017)对药物广告中的动画设计进行了研究，发现创

意元素对药物广告具有正面影响，并提出了用创意

元素来改进品牌营销的策略。Bailey(2017)调查了在

食品广告和包装中传递的感知信息如何改变信息处

理和决策的过程，同样也发现，改变食品广告和包装

中对食物的图形描绘，可以影响对食品的决策。但

整体而言，这类研究刚开始出现，缺少人文、艺术领

域的专业理论阐释。在环境设计中，健康传播学者

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医院建立的环境如何影响沟通、

患者护理过程和患者结果，如Real等人(2017)对分散

式护士站的研究表明，理解传统研究中常常被视为

无形的建筑环境对于理解复杂医疗保健系统内的沟

通至关重要。

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对健康传播的人文、艺术

特性进行了整体的总结和思考，这类研究也大多采

用非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以阐释的方式进行分

析。在人文特性中，医学人文一直是医学和社会学

的交叉观察范畴，随着这些学科与传播学的跨学科

合作，健康传播学者也逐渐关注于医学人文，并开始

思考健康传播中的人文。如Olufowote和Wang(2017)
研究了生物医学(Biomedical，BMD)和生物心理社会

(Biopsychosocial，BPS)意识形态在医学教育中的形成

过程，提出了在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医学人文的

意识形态策略。Kerr等人(2018)采用戏剧进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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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医学人文教育，使用感知现实主义，帮助医学生

识别、理解和处理与临终关怀相关的敏感和复杂问

题，并认为它比传统的被动教育经验更有用。在艺

术特性中，健康传播学者近年来倾向于将娱乐教育

与艺术相结合，以寻求更有效的健康传播策略。如

Lee(2019)关注科学博物馆展览的健康传播，通过理

解言语行为的相互依赖机制，以明晰多媒体健康促

进信息中的有效传播，提醒健康促进者和消息设计

者采用多元化的信息设计方式。Sonke等人(2018)对
乌干达的公共卫生领导人、健康传播专家和从事公

共卫生工作的艺术家进行定性访谈，阐明使该国有

效、循证使用艺术来实践健康传播的原则，也为健康

传播与艺术的结合提供了示范。

综上所述，海外健康传播研究逐渐开始从跨文

化、人文与艺术的视野进行分析，使得整个学科更为

丰富、多元，具有时代气息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国内健康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一)兴起与历史

诚如上文所述，海外健康传播学科发轫于美国，

在其诞生之初就烙印了美国特色量化实证、重视效

果的社科研究传统，并在40余年的发展后逐渐呈现

出多元化、跨学科的态势，不仅涉及人类传播的各个

层面，也开始出现文化的、诠释的、批判的研究范式。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健康传播实践与学科发展

也大相径庭。新中国成立伊始，爱国卫生运动兴起，

其显著特点是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调动群

众参与成为首要任务，自此隶属于公共卫生与疾病

防控事业体系的健康教育学科起步发展，并在改革

开放后迎来事业的第二个春天；1986年，国家组建相

应的技术型事业单位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②，以政府

行为和项目方式推进相关工作；1989年，卫生部启动

“国家慢病预防重要试点项目”，肿瘤、冠心病、脑卒

中、高血压“四病防治”开始将健康教育纳入慢病防

控工作体系，并监测其干预效果(卫生部，2011)；1990
年，中国健康教育所与全国11个省市合作实施“中国

5万农民吸烟行为干预方法研究”，主要手段就是对

农民的健康教育(翁心植，1992)。
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及其传播效果的显现，全

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传播

学的应用价值，建议健康教育吸纳新闻传播有关理

念(韩纲，2004)；1993年，我国第一本以健康传播命名

的专业书籍《健康传播学》问世，编写团队是由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公共卫生学者主要参与撰

写。换言之，我国健康传播学并非诞生于传播学的

母体之中，因此多位专家在综述我国健康传播学科

发展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传播学者缺位”、“公

卫学者主导”的命题(喻国明、路建楠，2011；叶盛珺、

陆智辉，2016)。“非典”之后，传播学者才开始逐步介

入健康传播领域，但呈现出明显的媒介中心视角，即

相当一部分文章都以大众媒体如何呈现某个健康议

题(如医患关系、突发传染性疾病等)为研究对象，“议

题关注范围窄，大多集中在艾滋病防控、大众媒体

传播效果、媒体报道框架分析上”(喻国明、路建楠，

2011)。此外，传播学者鲜与公卫学者合作开展研

究，以近两年争议较高的疫苗话题为例，公卫疾控学

者的研究取向为KAP模型(知—信—行)、社会信任与

接种行为改变，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取向为媒介化

现实、新闻伦理与自媒体传播③，两方面学者的论著

各成体系，缺乏对话，视野局限。

(二)近两年趋势

本研究基于对 2016-2017年中国知网涉及健康

传播的中文论文进行汇总分析④发现，近两年我国健

康传播学科未有明显的跃进发展，研究范式仍然较

为单一，理论和方法停留在引介西方的阶段。与全

美20余个健康传播博士项目、40余个硕士项目蓬勃

发展的现状相比，我国健康传播学科仍属于新闻传

播学大家庭中的“新生儿”，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如火如荼开展的宏观背景以及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对健康生活的美好需要不相匹配。

(1)缺乏学术阵地，基本概念不清。上文已述，Health
Communication和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是

西方健康传播学术生产的主要阵地。反观我国，新

闻传播领域未有与健康传播直接相关的学术核心刊

物，仅《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相对

较为关注，整体上刊文相当零散。但在公共卫生和

疾病防控疾控领域，不仅有《中国健康教育》⑤《健康

教育与健康促进》⑥两本直接相关的学术刊物，而且

如《中国公共卫生管理》《中国学校卫生》《预防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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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中国卫生统计》《解放军医学杂志》等CSSCI
刊物近两年来也纷纷刊登以健康传播为关键词的学

术论文，体现了医学和公共卫生背景的专业人士对

健康传播的兴趣。

进而言之，由于我国健康传播学科长期缺乏明

确的学术阵地和学术共同体，导致学术话语生产亦

主要把持在公共卫生及健康教育体系的事业单位及

相关研究人员手中。一个突出的后果是，学术基本

概念混淆，且无法与国际接轨。健康教育学者普遍

认为，健康促进是健康教育的进阶版，在知—信—行

的经典模式下，健康教育主要解决的是“知”，而健康

促进着眼于“信”和“行”，落实到行为改变的“最后一

公里”。而健康传播，被理解为是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的一种手段，通常等同于以大众媒体为中介开展

健康有关的公众教育，与健康传播在西方经典定义

“健康传播是在受众研究的基础上，制作和传递健康

信息与策略以促进个人和公众健康的行为”(Roper，
1993)以及传播学大师罗杰斯的神来之笔“凡是人类

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大相径

庭(Rogers，1994)。
健康传播的理解误区在公共卫生学者中非常普

遍，典型如长春市健康教育中心研究员谭代佳发表

在《中国初级卫生保健》的《开展健康传播 为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服务》一文中称，“长春市健康教育中

心成立以来，发挥专业机构优势，加强与其他相关部

门的合作，特别是媒体的合作，采取多种形式，普及

健康知识和技能，倡导健康理念，提高大众防病意识

和健康素养，在拓宽健康传播渠道为健康教育和健

康促进服务方面做了有益尝试”(谭代佳，2015)，基本

上将健康传播理解为卫生领域的媒体宣传。在2016
年出台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有专门章

节谈及“加强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生活”，但全文未

有出现“健康传播”概念，也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2)研究范式单一，媒介中心视野。处于起步阶

段的我国健康传播学科，研究视野较为局限，传播学

者的研究范式较为单一。2011年，喻国明教授在对

1999年至2009年十年CNKI核心期刊中的健康传播

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后提出，我国新闻传播类期刊发

表的健康传播相关论文中46.4％为媒体报道框架分

析，主要研究大众媒介与传播效果，而对组织传播、

医患沟通相关的人际传播等非常欠缺(喻国明、路建

楠，2011)，这一特点近年来未有明显扭转。

大众媒介与传播效果仍然是霸权范式，如《现代传

播》刊载的《责任与过失：医患关系中的媒体角色——

以新浪、腾讯、凤凰三家网站的报道为例》一文典型

地体现出我国医患沟通研究与海外医患沟通研究的

显著差异，我国学者往往从医媒关系切入探讨医患

关系，而海外医患沟通研究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涉

及语言、符码、非语言符号乃至环境设计等。再如

《健康传播的电视剧实践：中国医疗题材电视剧的价

值追求与发展路径》(张陆园、张国涛，2017)、《新媒体

视野下的中国健康传播——以生命时报为例》(徐
健，2017)、《集体主义文化与艾滋歧视报道的第三人

效果》(邱鸿峰、彭璐璐，2016)、《〈燕赵都市报〉做好健

康类新闻的认识与实践》(杨佳薇，2016)、《微屏时代

谁在传播健康？——对微信平台健康养生信息兴起

的传播学分析》(李东晓，2016)等文都是典型媒介中心

视角，基本套路都是分析某个样本媒体(新媒体兴起

后转向新媒体)如何呈现与健康相关的议题，只不过

媒体选择不同，理论来源不同而已，缺乏学术想象力。

此外，聚焦业务实践、案例分析的论文依然占据

半壁江山之多，相关文章缺乏明确的研究方法与研

究理论。值得一提的是，综述型文章仍有一席之地，

但始终未对海外最新健康传播研究论文予以综述和

对比。如《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健康传播研究：谁做什

么？引用谁和被谁引用？——以九本新闻传播类期

刊收录的论文为例(2000-2016)》以及《走向变革的我

国健康传播研究——基于对 1999-2014年 CNKI相
关文献计量分析》与喻国明教授早期研究类似，均是

对我国健康传播论文生产的综述与再分析，却也并

未提出更有新意的观点。

相较而言，仅有个别论文视野开阔、较有新意，

如姜海发表在《当代传播》的《从健康传播看“城市

病”—— 一种交互空间观的传播分析》，将健康传播

嫁接于城市场域，从居住、工作、交通、环境与社交五

个方面审视了“城市病”的健康空间问题(姜海，2017)；
宫贺发表在《国际新闻界》的《公共健康话语网络的

两种形态与关键影响者的角色：社会网络分析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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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以埃博拉病毒为主题

的公共健康话语网络进行了研究，发现#CDCCHAT、
#EBOLA两个网络呈现了稠密与稀疏的相对差异，后

者表现了较为离散稀疏的关系、较弱的双向对话性

及较低的集群化程度，尝试从关系结构角度界定意

见领袖及其测量维度(宫贺，2016)。
(3)引荐西方理论，缺乏中国特色。学科建设步

履艰难的健康传播方向，目前仍然停留在引荐西方

理论与研究的阶段，缺乏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树与学

术自觉。近两年的新趋势是，中美学者合作的文章

开始出现，但基本上仍遵循西方理论——中国落地

的吸收思维。如喻国明教授、其博士生以及HINTS
负责人Gary Kreps⑦发表的文章《健康传播研究常模：

理论框架与学术逻辑——以“HINTS中国”调研项目

为例》未有核心研究发现和调查数据，主要是介绍了

健康信念模型、社会认知理论、扩展的平行模式等十

个西方健康传播领域常用的理论模型，并介绍了其

与HINTS联合开展中国调研时如何使用这些理论模

型开展研究(喻国明等，2017)。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

贾鹤鹏与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苗伟山联合

发表《科学传播、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理论溯源及

其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介绍了科学传播、风险

传播与健康传播三个概念的西方学术渊源，提出对我

国相关传播研究的启发(贾鹤鹏、苗伟山，2017)。《病

患就医意愿和健康意向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

划行为理论 (TPB)模型的构建》(聂静虹、金恒江，

2017)、《健康传播信息对受众健康行为影响之实证

研究——基于饮食行为倾向的实验》(陈致中等，

2016)、《在线健康传播运动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以优酷网“渐冻症冰桶挑战”为例》(张伦

等，2017)等核心期刊刊登的健康传播论文均是西方

理论+中国案例的结合，与前文所述海外健康传播研

究涉及中国的主要论文的模式并无差别。

进而言之，我国的健康传播学科从学科历史的

叙述上就缺乏中国意识，这也成为相关研究缺乏中

国立场的主因。正是由于传播学者不愿意将学术源

头归为健康教育学科的传播学转向⑧，因此都不约而

同地采取了健康传播源自美国斯坦福大学 20世纪

70年代开展的心脏病预防计划，并慢慢传入中国的

学科史话语，这导致中国特色的爱国卫生运动、计划

生育社会宣传等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尤其是爱

国卫生运动⑨这一伟大的中国发明，以国家的名义，

把“爱国”这一话语锻造出解放性与能动性，“召唤”

(阿尔都塞语⑩)出政治主体，将群众的爱国热情转化

为具体的、符合科学防疫的卫生行动，达到了个人健

康与国家安康、民族独立、抵御外侵的高度融合。然

而遗憾的是，相关研究者主要来自历史、党史和公共

卫生领域，几乎没有传播学者对此开展研究。笔者

曾经在《健康传播 4.0：从精英主导到平等对话》(苏
婧，2017)一文中，试图将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健康传

播实践和中国特色理念纳入学科史的叙述，但并未

得到传播学者的广泛共鸣。

(三)展望与建议

综上所述，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海外的健康传

播学科已经发展成为传播学的中坚力量，并呈现出

研究主题多元化、深度化发展，研究范式跨文化、跨

学科的演变；对应观之，我国的健康传播学科仍处于

艰难的建设阶段，研究视野狭窄，研究范式单一，研

究方法欠缺的状态。因此，本研究提出，我国的健康

传播学科需要实现两个超越：

第一，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传播研究不等于媒

介研究，更不能局限于大众媒介(含新媒介)的研究视

域。Krotz(2009)将传播研究至少分成了以下三个维

度：(1)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媒介化形式 (mediatized
forms)，包括媒介与日常生活、工作和休闲的相关性；

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相关性；媒介与族群和身份认同

的相关性；媒介和企业、制度的相关性等等；(2)中介

化的(mediated)传播研究，包括个体传播；中介化的人

际传播；大众传播等等；(3)作为基本人类实践的传播

研究，包括面对面交谈；手势和语言等等。

对比海内外健康传播研究不难发现，西方健康

传播研究视野较为开拓，囊括了传播的各个维度，而

我国的健康传播研究聚焦于媒介中心，内容仅涉及：

媒介化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媒体与新媒体)、媒介化

的人际传播(医患关系)、健康教育中的媒介化形式研

究(将传播作为健康教育的手段)等。

与媒介中心相对立的视角——“非媒介中心”踪

迹难寻，其中包括“跨学科”视角，指的是媒介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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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转向(Andreas，2010)。也

包括媒介生态学理论，将媒体理解为“不仅仅是交流

的手段，更多的是与其他社会环境类似的社会环境”

(Terry，2017)。除了“非媒介中心”的视角外，健康传

播学研究还应涉及媒介化之外的传播学研究，如人

际传播层面的医患关系、社会支持、文化议题，以及

社会层面上的动员、运动、意识形态再塑等。

第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近年来，新闻传播学

界开始关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命题，并反思传播

学引进我国的过程及其对我国学术自主性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健康传播学科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需要

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勇气与自信。某种程度上，

西方健康传播也逐渐显现出理论枯竭与局限性，作

为元理论的KAP，即提高健康素养、扭转健康态度、

改变健康行为的三部曲，由于其与美国传播学结构

功能主义、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传统一拍即合，加之

“促进个体与公众健康”毫无疑问的政治正确性与市

场有效性，多少年来研究就在这一范式下兜兜转转、

曲曲折折，寻找各种提升素养、改变态度与行为的中

介变量，期待找到那把让每个人都更为健康的密钥、

芝麻开门。然而现实的黑色幽默，已经逼得学术界

喊出“建制派的失败”“精英代表性的断裂”“社会影

响力的倒置”(王维佳，2017)的命题，那么，KAP理论

所隐含潜台词——由精英决定大众什么是健康——

也该到了被瓦解，至少陷入危机的时代。

想象力的贫瘠，是最可悲的。事实上，尽管健康

传播研究在西方兴起不过数十载，人类的健康传播

实践却历史悠长，尤其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

中国，更是自古以来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世界观、生

命观、价值观、健康观，譬如“天人合一”“辨证施治”

等等理念。在健康传播研究逐渐兴起的当下，中国

学者理应作出超越西方学术范式的研究贡献。国内

健康传播研究应采取更开放、包容的视角，不拘泥于

KAP的社会心理或行为研究的科学实证主义范式，

而是能够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在认同健康、

疾病与医疗行为皆是透过人类互动与意义生产而构

成的信念与实践的基础上，探讨建立中国特色的健

康传播研究范式。为什么爱国卫生运动不是一场轰

轰烈烈的健康传播？1952年 3月 24日，《人民日报》

发出了发起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毛泽东、周恩来

等领导人英明地将情绪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妇

孺可行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国上上下下清扫环境、抓

鼠灭蝇、强身健体，并以此“打倒美帝国主义”。爱国

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能动性和塑

造性，人民群体不仅成为自己健康的主人，人均寿命

大幅提升，而且群众运动与卫生运动相结合，为新中

国的建设贡献了宝贵的人口红利。这一中国特色

“健康传播”值得深入研究。

为什么健康传播不能采用批判的视角？比如对

健康的“知识考古”，抑或是思考政治经济权力对健

康产业的影响。今日的健康，与古人的健康是不同

的；有钱人的健康，与没钱人的健康，也是不同的。

当我们说着“年轻用命挣钱，老了用钱买命”的时候，

既是一种对现实与权力的妥协，也是一种健康的观

念，而这种观念通过传播与凝固，却也变成了中间阶

层普遍默认的意识形态。模特行业的兴起，造就了

以瘦为美的畸形的健康观念，而网红经济的崛起，使

美更为变态扭曲，以医美为代表的身体消费荒谬但

坚挺地构筑着健康产业的支柱。我们吃着昂贵的素

食，因为它健康；我们非要挤到健身房运动，也是因

为它健康；可乐的广告都是吃动平衡的健康达人，肯

德基标榜它最懂中国人的胃与健康。以上表明，健

康是被建构的，它需要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因为它往

往并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健康传播，当然也可以研究如何让大数据、融媒

体、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生态更为健康；可以在“城

市病”或“城乡差距”的研究中纳入健康的维度；可以

在“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中将健康作为最重要的

勾连民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桥梁，把我国

的传统医药与“一带一路”各个国家的传统医药沟通

连接，共同抵御西方医学以科学为名的霸权。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乃是一种

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

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本研究认为，

为了凸显健康传播研究的广阔天地、大有所为，不妨

重新给健康下一定义：健康是人与环境的相互建构

下身与心的状态。古人云，天人合一，乃是健康的最

高境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地改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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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今日，“天”应该拓展到人文与社会的景观。因

此这一定义中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应当包括

社会环境，以及新媒体技术下的虚拟环境。在与这

些环境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健康动态地发展着，斗争

着，博弈着。健康传播，既是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

传播旅程，也在社会的激流中飘荡，控制，反抗，生

存，关于健康传播的一切，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繁

衍生息。

总之，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需要宏达的叙

事和细腻的表达。我国的健康传播研究，亟待超越

想象力的贫瘠，突破媒介中心主义，突破西方学术霸

权，为促进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实现，为全世界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缔造作出中国特色的理论贡献。

注释：

①包括药物滥用，以及酒精等非药物的滥用等。

②“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于 1986年。2001年 12月
更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2008年9月更名

为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直属卫生部管

理；2013年3月，直属国家卫生计生委管理至今。

③可参考作者发表在《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4期文章

《媒介化现实与科学的危机？——疫苗接种与媒体报道国内

外研究综述》。

④共234篇，其中2017年110篇，2016年124篇。

⑤《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于1985年10月正式创刊，由卫生

部/卫生计生委主管，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

心)与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主办，科技类和中文类核心期刊。

⑥《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上海市卫生局主管、上海市

健康教育所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双月刊。

⑦HINS, Health Information Nation Trends Survey，美国健

康信息全国趋势调查。

⑧某种程度上，只能称是传播学意识，正如前文所述，公

共卫生和健康教育工作者只想将传播理念引入、丰富健康教

育，并未如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一样，真正将传播学理论和研究

为核心发展方向。

⑨爱国卫生运动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中。新中

国成立初期，内忧外患，百废待兴。为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

环境脏乱污秽、各种传染疾病流行、人民健康水平低下的状

况，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

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气

魄有效控制了寄生虫病、霍乱、鼠疫等，消灭了天花等疾病，并

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方式。2017年是爱

国卫生运动 65周年，我国政府发起了“历史与展望——为了

人民健康的 65年”的主题活动，世界卫生组织也向中国政府

特别颁发了“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以保障这一中国健

康治理模式为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发挥的积极贡献。世

界卫生组织表示，其高度赞赏中国的远见卓识，早在“健康融

入所有政策”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界的口号前，中国就已经通过

爱国卫生运动践行着这一原则，为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

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在许多领域激励着其他国家，为政府各部

门、各机构以及社区携手合作，共同解决最紧迫的公共卫生问

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可参考《伟大创举中国国宝：爱国卫

生运动65周年》，《中国卫生画报》，2017年第4期，专刊。

⑩召唤或质询(interpellation)是法国学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涉及的一个术

语，作为一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

的理解是个体与其所存在的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因此

人的主体身份是由国家机器通过召唤所构建的，通过对召唤

的应答，个体被纳入有关现实的想象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

中。本研究认为，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爱国”即是这样一种有

关主体身份的召唤，民众通过清扫周边的环境、打“四非”、除

“四害”等卫生行为实践产生应答，从而被真正赋予了爱国的

主体身份，成为新中国的有机组成分子。

􀃊􀁉􀁓联合国于194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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